
 

劳动力回流的要素配置与产业结构优化
——兼论“东北困境”与“东北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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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劳动力的持续大规模迁徙必然会对中国的要素配置和产业结构带来显著影响。文章选取

2000–2015年工业数据，构建了基于从业人数与人口数相对变动之比的劳动力流动度量指标，运用门

限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揭示了劳动力回流、要素配置和产业结构之间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劳

动力流出导致了资本回报率与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同时下滑和产业结构的扭曲；而劳动力回流不仅

可以避免劳动和资本要素的双流失，还可以通过非国有经济对劳动要素回流的吸纳，促进产业结构的

优化升级。“东北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非国有经济的滞后发展造成了资本与劳动的双流失，拖累了东

北的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因此，“东北药方”的核心是，在大力扶持和培育非国有经济的同时，必

须保持国有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不仅需要吸引高素质人才流入，更需要促进劳动力有效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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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东北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与粮食产区，近年来不仅人口流失、投资下滑、企业外

迁，经济总量也出现了断崖式下滑。东北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全国问题的缩影
①

，已经成为全国

关注的战略性问题
②

。对此，学术界、政府部门进行广泛讨论，普遍认为东北问题的症结在于国

企改革与结构调整不到位、国企路径与政府扶持依赖
③

。

为了验证这一观点的准确性，本文运用工业统计数据，基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划分，

从反映产业结构的两个不同维度指标——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偏离度来看，东北地区

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显著低于经济发展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见图1），而产业结构偏离度却显

著优于东部沿海地区（见图2）。针对这一特殊现象，东北地区是否真的存在学术界普遍认同的

产业结构不平衡、不协调的弊端，本文对此展开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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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从产业结构形成的根源入手。从现有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

看，诸多学者分别从技术进步（付宏等，2013；王振华和李旭，2015）、资本深化（严武和王辉，

2012；毛丰付和潘加顺，2012；于泽和徐沛东，2014）、人力资本（靳卫东，2010；张国强等，2011；

王健和李佳，2013；周少甫等，2013；张桂文和孙亚南，2014）等视角进行探讨，但对省际产业结

构的演化规律尚未达成共识。

其次，从产业数据的省际趋势看，在产业结构
①

省际异质性变动（见图1和图2）的同时，劳动

要素也表现出显著的省际迁徙特征，由东北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并且劳动要素供给表现出

与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标一致的省际分化特征。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要素之一，劳动要素的迁徙

必然会改变省际要素投入与配置，进而对作为要素配置结果（余子鹏和刘勇，2011）的产业结构

产生显著影响。但现有研究并未将劳动力迁徙与产业结构演化纳入完整的分析框架，不仅可能

导致研究结果偏差，更有可能导致对策建议缺乏针对性与有效性。而如果从劳动力迁徙的视角

对产业结构演化机制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揭示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演化规律，也有助于解释甚至

解决东北等地区面临的产业困境。

劳动力迁徙可能改变省际产业结构，那么劳动力回流增加的劳动要素供给也必然会改变

产业结构甚至有可能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而在经济增速放缓与区域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并存

的新常态时期，揭示劳动力回流框架下要素配置与产业结构的演化机制，不仅可以对东北等劳

动力流出地区的经济增长困境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与建议，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

其他地区出现与东北地区类似的经济发展困境。因此，我们在劳动力回流的框架下，首先，基

于“托达罗”等理论模型探究了劳动要素供给变动对要素配置与产业结构的作用机理；其次，基

于2000–2015年的工业数据，在劳动力回流有效度量的基础上，运用面板门限模型以及分时段

与分区域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劳动力回流机制以及劳动力迁出与回流对资本回报率的

作用机制，据此研究省际异质性的要素投入与配置对产业结构高度化与产业结构偏离度的作

用机制，以揭示产业结构的演化规律。最后，基于数理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对如何扭转东北

等劳动力流出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下滑、避免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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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省际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演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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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省际产业结构偏离度演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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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产业结构变动特征研究普遍基于产业结构偏离度与产业结构高度化两类指标。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旨在衡量产业比例

加权后的劳动生产率变动，可以有效度量要素由生产率较低的产业部门向较高的产业部门跨越的转移程度。产业结构高度化指

数的数值越高，产业结构效率越高，产业结构越合理。产业结构偏离度旨在衡量产业增加值与就业的相对比重变动，偏离度指数

越高，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程度越大，产业结构越不合理。



二、  劳动力回流框架下的要素配置与产业结构优化机理分析

（一）劳动力回流与资本、劳动要素配置数理分析

1.劳动力回流选择与劳动要素供给

基于理性经济人基础假设，迁徙是劳动者在工资差距驱动下自发的行为选择。因此，本文

选择可以有效衡量工资差距与迁徙特征的托达罗模型（Todaro，1969）来揭示工业劳动力的迁

出与回流机制。模型如下：

M = f
[w n

0

[
ρ (t)Wµ (t)−Wγ (t)

]
e−rtdt−C (0)

]
(1)

[0,n] M r ρ (t) t

Wµ (t) t Wλ (t) t C (0)

其中，在 时段内， 为劳动力流动量， 为贴现率， 是 期在流入地区找到工作的概率，

表示 期流入地区工资， 表示 期流出地区工资， 为迁徙成本。

在工资差距的作用下，劳动者自发地选择迁入高收入地区，其流动过程增加了流入地区的

劳动要素供给，抑制了流入地区工资上涨，降低了流出地区的劳动要素供给，加速了流出地区

工资上涨。但当流入地区与部分流出地区工资差距缩小到临界值以下时，劳动者将不再流出，

而是选择回流。劳动力回流作为先流出、后流入的迁徙阶段性表现，在弥补了回流地区因流出

造成的劳动要素供给降低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人口过度涌入少数发达地区，而最终呈

现出不同于流入区域、流出区域的异质性劳动要素供给特征。

但也须注意，由于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的存续（蔡昉，2010、2011），劳动力流出

开始时可能并未直接降低流出区域的劳动要素供给，而当人口红利窗口期关闭后，流出区域的

劳动要素供给才显著下滑。因此，劳动力回流框架下的劳动要素供给应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

征。如果劳动力回流点早于人口红利关闭点，在劳动力回流过程中的流出阶段，劳动要素将保

持较为稳定的增长趋势；而在劳动力回流过程中劳动要素的供给则迅速增加。反之，如果劳动

力回流点晚于人口红利关闭点，则劳动要素供给会呈现先稳定增加、后迅速下滑而后显著增加

的动态演化特征。

2.厂商的资本要素投入选择

Rrm Ro Krm Ko Lrm Lo

∆Lrm ∆Lo

roc

与劳动者类似，资本要素的投入也是厂商基于其收益最大化选择后的结果，资本要素倾向

于流入收益或回报更高的地区。在仅存在资本、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的经济系统中，当劳动要素

供给发生变动时，资本的回报水平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进而导致资本要素的省际流动。分别

令 、 为回流、流出区域的利润函数， 、 为回流、流出区域的资本要素存量， 、 为回

流、流出区域的劳动要素存量， 、 为回流、流出区域的劳动要素增（减）量，并借鉴CCER
“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和卢锋（2007）的研究，以利润与资本之比 衡量资本回报率水平。

Lo−∆Lo Ro (Lo−∆Lo)

Ro (Lo−∆Lo) < Ro (Lo) Lrm+∆Lrm

Rrm (Lrm+∆Lrm) Rrm (Lrm+∆Lrm) > Rrm (Lrm)

劳 动 力 流 出 降 低 了 流 出 区 域 的 劳 动 要 素 供 给 与 利 润 水 平 ， 即

；同时，劳动力回流增加了回流区域的劳动要素供给 ，提升了回

流区域的利润水平 ，即 ，由此可得流出、回流区域资本

回报率：

roco =
Ro (Lo−∆Lo)

Ko
(2)

rocrm =
Rrm (Lrm+∆Lrm)

Krm
(3)

劳动力流出导致的要素供给减少，抑制了资本回报率的上涨，甚至导致资本回报率下滑；

而劳动力回流导致的要素供给增多，则推动了资本回报率上涨。省际资本回报率水平的相对分

化最终导致了资本要素更倾向于流向回报率更高的劳动要素回流地区，造成了流出地区资本

第 3 期 劳动力回流的要素配置与产业结构优化 31



要素和劳动要素的双重流失。

（二）基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划分的产业结构优化机理分析

针对已有理论分析、实证检验与工业数据背离的特殊现象，本文基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

业的产业结构划分，在劳动力流出与回流的视角下，从构成并反映产业结构的优化程度的两类

不同维度的指标——产业结构偏离度与产业结构高度化入手，分析产业结构变动特征。

S H

S D

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 旨在衡量产业比例加权后的劳动生产率变动，可以有效度量要素

由生产率较低的产业部门向较高的产业部门跨越的转移程度（黄亮雄等，2013）。产业结构高度

化指数的数值越高，产业结构效率越高，产业结构越合理。产业结构偏离度 旨在衡量产业增

加值与就业的相对比重变动，偏离度指数越高，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程度越大，产业结

构越不合理。反映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的两项指标的具体形式如下：

S H =
n∑

i=1

(Yi/Y) (LPi/LP) (4)

S D =
n∑

i=1

(Yi/Y)
∣∣∣∣∣ (Yi/Li)

Y/L
−1
∣∣∣∣∣ (5)

Y Yi i n L Li i

LP LPi i

其中， 为总产出， 为第 项产业产出， 为产业数， 为劳动总供给， 为第 项产业的劳动供给，

为总劳动生产率， 为第 项产业的劳动生产率。

假设仅存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产业结构高度化与产业结构偏离度指数可变形为：

S H =
Y2

1/L1

Y2/L
+

Y2
2/L2

Y2/L
(6)

S D = (Y1/Y)
∣∣∣∣∣ (Y1/L1)

Y/L
−1
∣∣∣∣∣+ (Y2/Y)

∣∣∣∣∣ (Y2/L2)
Y/L

−1
∣∣∣∣∣ (7)

Y1 Y2 L1 L2其中， 、 分别表示国有产出、非国有产出， 、 分别表示国有劳动供给、非国有劳动供给。

相对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份额的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①

（见图3）。

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差异化的就业、产出匹配状态导致了非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
②

显著低于

国有企业，呈现出非国有企业、全行业、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递增的演化特征（见图4）。

以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指标设计看，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是劳动生产率以国有企业、非国有

企业加权后的平均数。基于变形后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发现，劳动生产率是劳动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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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就业人数演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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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劳动生产率演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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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鉴于数据的连续性与可获得性，本文以工业数据刻画国有、非国有企业的生产率与劳动供给变动。

②以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平减后的工业企业产值衡量产出，以工业企业从业人数衡量劳动要素投入，以产出与劳动之比衡

量劳动生产率，数据源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下同。



A α β存量的函数，如式（8）所示， 、 、 为作用参数：
lnY/L = ln A+α ln K/L+ (α+β−1) ln L (8)

劳动力迁徙改变的劳动要素供给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因此，劳动力迁徙改

变的劳动要素存量，也必然会改变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在劳动力回流的框架下，劳动力迁出

导致的劳动要素供给减少必将抑制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发展，而劳动力回流促进的劳动要素供

给增多必将加速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发展。

相对于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劳动力流出、回流的单向作用关系，产业结构偏离程度须结合国

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此消彼长对产出份额特征与偏离度指标中的绝对值项变动情况具体分析。

如果仅考虑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产出份额，国有产出份额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偏离程度

存在倒U形关系。当国有产出份额较低时，全行业与非国有企业生产率基本趋同，国有企业产

出提升加速了产业结构偏离；当国有企业产出份额跨越某一临界点后，全行业生产率虽然与国

有企业生产率较为一致，但与非国有企业生产率差距较大，国有企业产出份额的提升实际上显

著抑制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

(Y1/L1)/(Y/L) > 1

(Y1/L1)/(Y/L) < 1

借鉴朱相宇和乔小勇（2014）的研究， 表明国有产值比重大于国有就业比

重，企业劳动生产率较高，存在劳动力转入需求； 表明国有产值比重小于国有

就业比重，企业劳动生产率较低，存在劳动力转出需求。由图4可知，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显著

高于非国有企业，意味着劳动要素普遍倾向于由非国企流出。因此，在控制了国有企业、非国

有企业的产出份额变动（即不考虑产出份额变动）后，劳动迁徙减少了流出区域、特别是流出

区域非国有企业的劳动要素供给，并且在国有企业产出、劳动生产率未发生显著变动的同时，

显著降低了非国有企业产出总量与劳动生产率。虽然可能存在因劳动力流出而避免要素边际

产出的递减，但国有企业绝对值项、非国有企业绝对值项的提升，共同加剧了产业结构与就业

结构的扭曲。因此，从理论上看，劳动力迁出导致的劳动要素供给减少必然加剧产业结构与就

业结构的偏离。

与此同时，劳动力回流虽然更倾向于流入国有企业，但国有企业存在显著的就业壁垒（林

毅夫等，1994；李勇和郭丽丽，2015），并且非国有企业提供了大部分就业岗位（见图3）。因此，回

流带动的劳动要素供给增多更多体现在非国有企业层面。非国有企业劳动从业人数的增多提

升了非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进一步减缓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

扭曲。劳动力回流带来的劳动供给增加，显著缩小了回流区域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偏离。

因此，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的省际分化特征是劳动力流出与回流改变

劳动要素投入与配置的直接结果，而产业结构偏离程度的省际分化，则是以国有企业与非国有

企业划分后的劳动力流出与回流的间接结果。劳动力流出导致的要素供给减少抑制了产业结

构高度化发展，加剧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进而造成产业结构发展的负面效应；而劳

动力回流增加的劳动要素供给则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避免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

偏离，最终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三、  劳动力回流与资本、劳动要素配置

（一）工业劳动力迁徙度量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连续性、准确性以及与宏观经济的可比性，本文借鉴李扬和殷剑锋

（2005）、沈坤荣和余吉祥（2011）、侯燕飞和陈仲常（2016）等学者针对就业转移的相关研究，选

择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数与人口数之比的年增长值来衡量工业劳动力省际迁徙。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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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省际迁徙指标数值为正则表示劳动力省际流入，工业劳动力省际迁徙指标数值为负则

表示劳动力省际流出，工业劳动力省际迁徙指标数值由负转正则表示劳动力省际回流。

以2000–2015年为研究期来看，工业劳动力流向可显著分为四类。第一类江苏、浙江、福建、

山东、广东指标数值持续为正，表现出显著的劳动力流入特征，这也与我国现阶段人口普遍流

向东部沿海地区的迁徙形势一致。第二类北京、天津、上海与第三类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

黑龙江、海南、云南、西藏、甘肃、青海、新疆指标数值显著为负，均表现出显著的劳动力流出特

征。但第二类京津沪地区为低端工业产业外迁带动的劳动力流出，第三类东北与部分中西部地

区是在工资差距、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难以抑制地持续迁出，因此，本文将京津

沪视为低端工业产业外迁地区，将东北、部分中西部地区视为劳动力流出地区。第四类河北、

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陕西、宁夏工业劳动力2000–2002年流出、

2003–2015年流入，表现为显著的劳动力回流特征。进一步结合劳动流出、回流省份的劳动要素

存量均值
①

（见图5）可以发现，由于人口红利存续，劳动力流出并未直接降低劳动要素供给，流

出区域与回流区域的流出阶段均表现出劳动要素存量缓慢增加的特殊现象。但伴随着2013年

后人口红利（蔡昉，2010、2011）的关闭，流出省份的劳动要素供给迅速下滑；而2003年后的工业

劳动力显著回流加速了劳动要素的积累，避免了因迁出导致的劳动要素供给不足而陷入困境。

因此，基于工业相对从业人数年增长值的劳动力迁徙刻画不仅准确、连续，剔除了人口增

长对劳动力存量的带动，与基于微观数据的迁徙特征（王子成和赵忠，2013；樊士德，2014；彭国

华，2015）基本一致，可以在研究期内有效衡量劳动力迁徙的规模与状态；而且更与宏观产业数

据有效匹配，有助于进一步在劳动力回流框架下分别基于劳动力流出省份与回流省份揭示劳

动、资本要素配置与产业结构优化的演化机制。

（二）工业劳动力回流机制研究

∆W M
q

借鉴可以有效反应工资差距与迁徙规模作用关系的托达罗模型（Todaro，1969）的基本设

定，本文将工资差距视为推动劳动力回流、改变省际要素配置的决定性因素。但托达罗模型设

定与本文劳动力回流研究不完全相符。其一，以工业劳动力的当期回流为研究对象，工资收入

不存在贴现；其二，工资差距 对劳动力回流 应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即回流地区与劳动

力流入地区工资差距高于临界值 后，工业劳动者自发地改变其流动方向，选择回流；其三，地

区经济增速与就业水平、社会福利状况正相关，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对劳动力流动起着正向的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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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劳动力迁徙省份劳动要素存量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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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CL

IS

进作用，劳动力回流应是地区经济增速差距 的函数；其四，迁徙成本不应为常数，应是地区

生活成本的函数，迁徙成本与生活成本对劳动力回流呈现显著的负向作用，本文将生活成本

视为迁徙成本的代理变量引入理论模型；其五，实证检验基于工业数据，应同时增加工业产

业占比 变量，揭示控制工业产业结构后的劳动力回流机制。因此，基于如上分析，工业劳动

力回流基本理论模型应为：
M = f

[
∆W < q,∆W≥q,∆R,CL, IS

]
(9)

M CL

GDP IS

∆W GDP

GDP GDP

∆R

基于统计年鉴，本文以2000–2015年为研究期间，以表现为流出、回流特征的23①
个省份的劳

动力迁徙为研究对象，以具有普适性、与区域宏观经济数据相匹配的工业相对从业人数年增长

值衡量工业劳动力省际回流 ，以分地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衡量区域生活成本 ，以地区工

业增加值与地区 之比衡量工业产业结构 。因数据限制，选择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近似替代工业人均工资，以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中位数工资衡量流入地区工资，进而

得到23个省份与流入地区工资差距 。以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中位数 指数衡量

流入地区经济状态，以23个省份 指数分别与流入地区 指数做差求得地区经济增速差

距 。

本文基于门限回归命令，对回流与流出区域2000–2015年368项样本数据进行1 000次重复抽

样检验（拔靴法）发现，双重门限模型显著性较高（见表1），因此选择以双重门限模型揭示工资

差距等因素作用下的劳动力回流机制问题。根据回归结果，双重门限值分别为–0.312、–1.077，

置信区间分别为[–0.369，–0.187]、[–1.123，–0.942]（见表2）。

根据工资差距的门限估计值，得到了整理后的工业劳动力回流基本模型：
M = δ+β1DV1∆W +β2∆W +β3DV2∆W +β4∆R+β5CL+β6IS (10)

DV1 =

{
1, ∆W≥−0.312
0, 其他

DV2 =

{
1, ∆W≤−1.077
0, 其他

(11)

δ DV1 DV2 β1 β2

β3 β4 β5

β6

其中， 为常数项， 、 为不同工资差距对劳动力回流选择门限效应的虚拟变量， 、 、

为不同工资差距所对应的回归系数， 为经济增速差距回归系数， 为生活成本回归系数，

为产业结构回归系数。

实证检验结果（见表3）表明，工资差距低于门限值–0.312万元时，工资差距对劳动力回流

呈现显著的负向作用，工资差距提高不会促进劳动力回流。工资差距高于门限值–0.312万元

时，工资差距对劳动力迁徙的乘数为0.000 04，工资差距的加大显著促进了工业劳动力省际回

表 1    门限效应检验

模型 F-统计值 Prob BS次数
临界值

1% 5% 10%

单一门限模型 13.866 0.110 1 000 25.098 17.686 14.201

双重门限模型 23.578** 0.025 1 000 27.030 20.646 16.658

　　注：***、**和*分别代表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 2    门限置信区间

门限估计值 95%置信区间

–0.312 [–0.369，–0.187]

–1.077 [–1.123，–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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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京津沪地区由于政治金融文化中心定位，主动外迁低端工业产业，出现工业劳动力流出的特殊情况，因此，在本文实证研

究中对京津沪地区予以剔除。



流。控制变量区域经济差距、生活成本、产业结构对

劳动力回流也存在显著影响，回流地区产业结构升

级、经济增速加快都显著促进了劳动力回流，生活

成本上升则显著抑制了劳动力回流。

实证结果意味着区域间工资差距等因素改变了

劳动者的流动选择。当低收入地区与高收入地区差

距跨越临界值3 120元后，劳动者会自发地选择流入

低收入地区，表现出显著的回流特征。同时由于省

际工资差距持续存在并且显著拉大，劳动力回流是

自发的和难以抑制的。但也须注意，工资差距对劳

动力回流的促进作用相对较低，劳动力回流仅能在

一定程度上弥补劳动要素流失，劳动力回流规模仍

远低于东部沿海地区。

（三）劳动力回流框架下的资本回报率演化机制研究

R

L K
roc

基于前文分析，劳动力回流可以显著扭转因劳动力流出导致的资本回报率下滑趋势。为验

证这一预期，本文首先以可比性处理后的工业企业利润衡量工业利润 ，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从业人数衡量劳动要素投入 ，以可比性处理后的固定资产投资净值衡量资本要素投入
①

，以

产出与资本之比衡量资本回报率 。由于2003年、2013年分别为回流与人口红利关闭的关键

节点，在实证检验中本文分别以2003年、2013年为分界点，以劳动力迁徙改变的省际劳动要素

存量对资本回报率演化机制进行分时段与分区域的检验。

由于人口红利存续，劳动力流出并未直接降低劳动要素供给，流出省份资本回报率保持较

为稳定的上涨趋势，资本回报率的劳动要素弹性为1.07（见表4）。伴随着人口红利窗口期关闭，

劳动要素供给的显著降低抑制了资本回报率上涨，并于研究期末导致资本回报率下滑。

因人口红利存续，2000–2002年的劳动要素

供给并未显著减少，而是保持较为稳定的上涨

趋势，在实证检验中劳动力回流是否存在显著

的阶段性特征仍需要探讨。首先，本文将2000–2002年、2003–2013年时段的劳动力回流对资本回

报率的作用机制分别回归，不同时段的资本回报率的劳动要素弹性存在显著差异（见表5），分

别为1.07与1.23（见表4）。这意味着劳动力回流的流出与流入阶段存在显著的时段特征，在进一

步的要素配置与产业结构研究中仍需考虑劳动力回流的阶段性问题。

表 3    劳动力回流回归结果

M 系数 T值

常数项 –0.004 88*** –3.98
∆W ∆W≥−0.312（ ） 0.003 73*** 4.04

∆W –0.003 69*** –5.11
∆W ∆W<−1.077（ ） 0.002 17*** 4.54

∆R 0.000 35*** 4.67
C –0.000 95** –2.05
IS 0.012 44*** 3.71

样本数 368

F值 19.34***

R2 0.255 0

表 4    资本回报率变动机制的分时段与分区域实证检验

lnroc
流出省份

lnroc
回流省份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常数项 –2.21* –1.76 常数项 –3.78*** –8.43

ln L year<2013（ ） 1.07*** 3.41 ln L year<2003（ ） 1.07*** 11.46

ln L year≥2013（ ） 1.00*** 3.26 ln L year≥2003（ ） 1.23*** 14.07

样本数 174 样本数 192

F值 6.84*** F值 363.87***

R2 0.78 R2 0.80

表 5    回流省份分时段显著性T检验

原假设 F值 Prob F

ln L year<2003 ln L year≥2003H0： （ ）= （ ） 185.3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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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借鉴李何（2006）以价格指数平减新增固定资产净值，以剔除折旧的固定资产处理方式，得到平减与折旧处理后的资本要素投入。



许召元和李善同（2008、2009）基于理论分析与数值模拟虽然证明了“资本追逐劳动”现象

的存在，但是缺乏基于现实数据的实证检验。而基于劳动力回流框架下的流出与回流的实证结

果则显著证实了这一经济学现象。资本回报率省际分化的演化规律意味着劳动力流出导致的

资本回报率下滑必将造成资本要素由流出省份流失，而工业劳动力回流不仅带动了劳动要素

流入，也相对于流出区域显著加速了资本要素的积累，最终扭转了资本和劳动要素双流失的困境。

四、  劳动力回流的产业结构优化机制实证研究

（一）产业结构偏离度指数与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度量

基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划分，本文测算了回流区域与流出区域的工业企业产业结构偏

离度指数，如图6、图7所示。流出区域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差数值基本低于劳动力回流区

域，其产业与就业的匹配程度更为合理。但在流出区域劳动要素供给减少阶段，产业结构偏离

度指数迅速上涨，而在回流区域的劳动要素回流阶段，由于劳动要素存量显著增加，产业结构

偏离度指数呈现出显著下滑的趋势。省际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发展也呈现出显著的时段与区域

特征（见图8、图9），相对于回流区域持续的产业结构改善与生产效率提升，流出区域产业结构

高度化指数增速放缓。

（二）劳动力回流框架下的产业结构演化趋势研究

S H S D

L K

Y k k = K/L

S tate−owned Y ratio

在数理与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实证检验了劳动力流出和劳动力回流对产业结

构偏离与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的作用机制。为保证研究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下进行，本文在产业

结构实证检验中选择相同的解释变量，分别为劳动要素存量、资本劳动比与国有企业占比；以

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 与产业结构偏离度指数 为被解释变量，以工业企业从业人数衡量

劳动要素投入 ，以可比性处理后的固定资产投资净值衡量资本要素投入 ，以可比性处理后

的工业企业产值衡量工业产出
①

，以资本与劳动之比衡量资本劳动比 （ ），以国有企业

占总产出之比衡量国有企业占比 。

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的实证结果显著证实了本文的理论预期（见表6），过高的国有企业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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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回流区域产业结构偏离度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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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2012年后产值统计数据缺失，本文以上年存货与当年存货处理后的销售产值衡量工业产值。



比不利于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劳动力迁出与回流改变的劳动要素存量，的确对产业结构优化

存在显著的时段特征。由于人口红利存续，劳动力流出并未直接降低流出区域的劳动要素供

给，劳动要素存量的稳定增长显著提升了以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划分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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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流出区域产业结构偏离度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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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回流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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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流出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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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的半弹性为18.50。随着2013年后人口红利窗口期关闭，劳动力流出

导致的要素供给减少显著抑制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发展，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的半弹性为

19.88。与此同时，劳动力回流所增加的劳动要素供给，显著扭转了产业结构恶化的困境。虽然

同样国有企业占比过高不利于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但劳动力回流促进的劳动要素积累，则显

著提升了回流省份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高度化指数的半弹性为33.86。但也须注意，劳动力

回流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回流省份的劳动要素供给的相对不足，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的劳

动要素半弹性显著低于劳动力回流省份的流出阶段。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度的实证结果与本文预期一致，但不同于以往研究的省际分

化特征（见表7）。控制了国有企业产出占比与厂商的资本、劳动要素配置后，由于人口红利的

存续，劳动要素供给增加均显著优化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匹配程度，流出区域产业结构偏

离度半弹性为–0.39，劳动力回流省份的流出阶段的产业结构偏离度半弹性为–0.19。伴随着人

口红利窗口期的关闭，劳动要素供给减少的新现象显著加速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产

业结构偏离度半弹性为–0.38；而劳动力回流增加的劳动要素供给则有效避免了产业结构与就

业结构的分化，产业结构偏离度半弹性为–0.21。

如果不控制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产出份额的变动，分别以流出区域、回流区域国有企业

产出份额的门限回归（见表8）来看，国有企业产出份额对产业结构偏离存在着与理论预期相符

的作用机制。当流出省份国有企业产出份额较低时，国有份额提升加剧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

的偏离，其作用参数分别为1.00与0.20。而当流出省份国有企业产出份额跨越门限值0.619后，国

表 6    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省际演化机制

S H
流出省份

SH
回流省份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常数项 –88.81*** –2.82 常数项 –205.48*** –7.82

ln L year<2013（ ） 18.50*** 2.81 ln L year<2003（ ） 34.53*** 7.41

ln L year≥2013（ ） 19.88*** 3.05 ln L year≥2003（ ） 33.86*** 7.02
S tate−owned Y ratio –67.44*** –7.32 S tate−owned Y ratio –27.74*** –2.68

lnk 28.20*** 12.06 lnk 30.18*** 14.32

样本数 176 样本数 192

F值 25.61 F值 11.64

R2 0.81 R2 0.94

表 7    产业结构偏离度省际演化机制

S D
流出省份

SD
回流省份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常数项 4.07*** 6.14 常数项 1.79*** 3.87

ln L year<2013（ ） –0.39*** –2.78 ln L year<2003（ ） –0.19** –2.33

ln L year≥2013（ ） –0.38*** –2.74 ln L year≥2003（ ） –0.21** –2.49
S tate−owned Y ratio –1.71*** –8.81 S tate−owned Y ratio –0.77*** –4.24

lnk –0.40*** –8.19 lnk –0.10*** –2.71

样本数 176 样本数 192

F值 177.23 F值 646.22

R2 0.39 R2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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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企业份额提升显著抑制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其作用参数为–0.01。回流区域国有

企业、非国有企业产出份额的演化机制与此类似，国有产出份额高于门限值0.447后，产出份额

提升降低了产业结构的偏离程度。而如果有效控制了产业份额的变动，就可以得到如表7的回

归结果。

综上所述，基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划分的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失导致的劳动要素

供给降低，显著抑制了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发展，加剧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而劳动力

回流增加的劳动要素供给显著扭转了产业结构恶化的现状，劳动要素存量增多显著提升了产

业结构高度化发展水平，避免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最终促进了回流区域国有产业与

非国有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导致了省际产业结构的分化。

但为什么会呈现出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指数显著优于其他地区的特殊现象

呢？基于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可知，劳动力流出省份较高的国有企业产出占比，导致了国有企

业与非国有企业分析框架下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较小；而回流省份相对较低的国有

企业产出占比，导致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较高。一旦控制了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产

出份额的变动，就可以发现，劳动力流出与劳动力回流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匹配关系存在

完全相反的作用机制。劳动力流出导致的劳动要素供给减少加速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

离，而劳动力回流增加的劳动要素供给对产业、就业结构偏离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作用，有

效避免了二者偏离后的负面效应。产业结构偏离指数的描述性统计最终也佐证了本文的观点，

在人口红利窗口期关闭的2013年后，劳动力流出与劳动力回流改变的要素配置，导致了产业结

构偏离度指数呈现出完全相反的演化趋势，劳动力流出省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迅速偏离，劳

动力回流省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程度显著缩小并迅速趋近于0。

五、  结论与启示

在劳动力回流与产业结构演化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选取2000–2015年31个省份工业数

据，基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划分，运用面板门限模型、分区域与分时段的面板固定效应

模型，从劳动力回流、要素投入与配置视角对产业结构省际演化机制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探

讨，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本文基于变形后的托达罗模型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刻画了劳动力迁徙框架下

流出省份与回流省份的劳动、资本要素投入特征与以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划分的产业结构演

表 8    基于国有企业份额门限的产业结构偏离度省际演化机制

S D
流出省份 回流省份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常数项 1.09 1.48 0.90** 1.98
ln L –0.25 –1.57 –0.16** –2.07

S tate−owned Y ratio 1.00* 1.82 0.17 0.82
S tate−owned Y ratio 0.455⩽ratio<0.619（ ） –0.80*** –3.59

S tate−owned Y ratio ratio≥0.619（ ） –1.01*** –3.53
S tate−owned Y ratio ratio≥0.447（ ） –0.21*** –3.19

样本数 176 192

F值 7.75 6.27

R2 0.16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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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规律。数理分析表明，工资差距等因素驱动下的劳动力回流显著提升了回流省份的劳动要素

存量。差异化的劳动要素投入导致资本回报率显著分化，并进一步导致资本要素更倾向于流至

劳动力回流省份。与此同时，基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产业划分，区域异质性的劳动、资

本要素投入与配置直接导致了作为劳动生产率产业加权指数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分化。

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显著高于全行业与非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劳动更倾向于由非国有企业

流出而流入国有企业，但国有企业存在显著的就业壁垒且吸纳就业能力有限，省际劳动力迁徙

主要表现为由非国有企业流出而流入非国有企业。因此，劳动力的迁徙过程减少了流出区域特

别是非国有企业的劳动要素供给，显著降低了非国有企业产出总量、产出份额与劳动生产率，

加剧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进而造成产业结构发展的负面效应；而劳动力回流带动的

劳动要素供给增多更多体现在非国有企业层面，回流过程提升了非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减

少了国有企业产出份额，进一步矫正了国有、非国有企业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扭曲，促进了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第二，劳动力省际流出与回流导致了省际异质性的劳动、资本要素配置。由于人口红利存

续 ， 2000–2013年 间 ， 劳 动 力 迁 出 并 未 直 接 降 低 劳 动 要 素 供 给 ， 而 在 人 口 红 利 窗 口 期 关 闭 的

2013年后，劳动力流出省份才呈现出劳动要素供给减少的新现象。当高收入地区与低收入地区

差距大致低于3 120元时，劳动者将不再选择流出，而是会自发地选择流入低收入地区，表现出

显著的回流特征。基于流出省份与回流省份的固定效应回归发现，劳动力流出导致的资本回报

率下滑造成了资本要素由流出省份流失，而工业劳动力回流不仅带动了劳动要素流入，也相对

于流出区域显著加速了资本要素的积累，最终扭转了资本、劳动要素双流失的困境，促进了资

本、劳动要素的积累与集聚。

第三，劳动力流出与回流导致了产业结构特征的省际分化。作为劳动生产率产业加权指数

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演化规律，是劳动力流出与回流改变的劳动要素投入与配置的直接结果，产

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程度的省际分化则是以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划分后的劳动力流出

与回流的间接结果。劳动力流失导致的劳动要素供给降低，显著抑制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

加剧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而劳动力回流、劳动要素存量增多则显著提升了产业结构

高度化发展水平，避免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最终促进了回流区域国有产业与非国有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劳动力回流框架下的资本回报率与产业结构省际分化规律不仅在数理与实证角度解释了

“资本追逐劳动”现象，更对劳动力流出地区、回流地区的产业结构演化规律做出了不同于以往

研究的全新解释。省际工资水平的长期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导致了劳动要素自发且难以抑制的

由东北等地流出，加速了资本回报率下滑，不仅导致东北等地陷入资本、劳动要素双流失与产

业结构高度化水平急剧下滑的经济困境，同时也因非国有企业份额较低，加剧了产业结构与就

业结构的偏离。但是，劳动力回流不仅可以通过劳动要素的积累加速要素回流与产业结构高度

化水平上涨，还通过吸纳劳动要素回流至非国有企业，有效纠正了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产业

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最终实现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因此，劳动力回流框架下的要素配置与产业结构研究，可以为掌握现阶段经济增长规律、

揭示东北等劳动力流出地区的经济发展困境的根源提出有针对性的“东北药方”，以及最终避

免人口流失与生产效率、经济分化提供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在劳动力大规模持续迁出的东北

等地区，非国有企业呈现出劳动、资本要素双流失与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特征，国有企业产业结

构与就业结构的匹配反而较优。非国有企业的比重小、活力低的弊端拖累了东北经济发展，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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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大体量和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则已成为促进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因此，鉴于劳

动力可以有效回流至非国有企业，进而加速要素积累与产业升级，本文认为，“东北药方”的核

心是，在大力扶持和培育非国有经济的同时，必须保持国有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不仅需要吸

引高素质人才流入，更需要促进劳动力有效回流。如果可以促进劳动要素有效、有序回流，不

仅可以减缓或者避免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要素供给绝对与相对不足，提升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

水平，更可以有效纠正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产业结构高度化是劳动生产效率的有效反应，生产率提升可以进一步促进工资水平上

涨，最终形成工资上涨、劳动要素供给增多、产业结构优化、工资继续上涨的经济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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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 Alloc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in
Labor Return Migration: Also Focus on “Northeast

Dilemma” and “Northeast Prescription”

Sun Wei1,2, Liu Zhichao1,2

( 1. Center for Quantitative Economics，Jilin University，Jilin Changchun 130012，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Jilin University，Jilin Changchun 130012，China )

Summary: In view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ystem dependence，poor job mobility and

excessiv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Northeast China and this special  phenomenon of the

theoretical  deviation  from  the  fact  that  the  matching  degre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mployment structure in Northeast China is superior to eastern coastal areas，based on two kinds

of indicators reflecting the degre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namely industrial structure

supererog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al deviation degree，this paper makes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test to provides a new explanation of factor allocation an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evolution mechanisms of state-owned and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from a perspective of labor

migration. Then in the framework of labor return migration，it gives suggestions about how to

reverse a decline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supererogation in labor outflow areas like Northeast China

and avoid the devi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from employment struc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a

reduction in labor factor supply resulting from labor migration leads to sliding capital return rat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supererogation，and an increase in labor factor supply resulting from labor

return migration accelerates rising capital return rat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supererogation. Labor

migration  and return  migration  lead  to  highly  inter-provincial  differenti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direct，but the inter-provincial evolution of the deviation of industry structure from

employment structure is the indirect result of labor outflow and return migration after the division

of state-owned and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initial valu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Northeast  China  is  relatively  high，so  the  deviation  degree  of  its  industrial  structure  from

employment structure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and return migration areas.

But after controlling output shar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labor factor reduction significantly

accelerates the deviation of industry structure from employment structure and an increase in factor

supply resulting from labor return migration reverses the deterior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avoids the deviation of industry structure from employment structure，finally promoting the

(下转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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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s, and then de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enterprise incentive mechanism, leading to a sharp

decline in enterprise value in the end. To solve this problem, we should further improve the

supporting system of labor legislation and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and speed up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ment way, so as to create sound conditions and system bas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hip and a harmonious society.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literature of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research of “Labor Contract Law”, and shows that the

enforcement of labor protection law should consider the interests of executives and employees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reach the “win-win” situation between internal stakeholders, then build

fair and justice enterprise labor relations, and win the maximization of social welfare.
Key words:  labor protection; performance-pay sensitivity; labor relation; labor intensity;

corporate governance

（责任编辑：王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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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Factor alloc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research in the framework of labor return migration provides certain references for grasping

economic growth rule at present stage，reveal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roubles and putting

forward targeted “prescription” in Northeast China，and finally avoiding population losses and

productivity efficiency & economy differentiation. If labor return migration could be promoted

significantly，labor  return migration could not  only  retard  or  prevent  absolute  and relative

insufficiency of labor and capital factor supply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rowth，but also highly

increase  industrial  structural  supererogation  and  the  match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mployment structure. Moreover，industrial structure supererogation is an effective response of

labor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could promote wage rise，finally forming a

virtuous cycle of rising wages，increasing labor factor supply，optimiz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continually rising wages.
Key words: labor return migration; capital return rate; industrial structural deviation degree;

industrial structure supererogation

（责任编辑：王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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